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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圣与世俗：
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声的人类学阐释

罗亮星　李国太

　　摘要：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声可分为神圣之音和世俗之音。神圣之音主要遵循儒家“礼”的规范，世俗之音则

是中国“俗”文化的最佳呈现。仪式音声贯穿丧葬仪式始终，形塑了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声“静”与“闹”的二元结

构。“静”营造“神圣”气氛，表达对神灵的虔诚，对亡者的尊敬，实现祀神、娱神功能；“闹”具有驱除污秽，实现空间

“洁净”，使生活空间恢复到正常“次序”的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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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对丧葬礼俗尤为注重，围绕死亡产生的一系列仪式行为，可谓传统礼俗中程式最多、内容最丰富
的文化行为。如果将丧葬仪式视为一幕社会剧，在整个“剧”的展演中，不仅有演员和观众，还有导演和剧本。
参与仪式的人员，无论是死者的亲属，还是主持丧葬仪式的神职人员，均在固定的“剧本”内展演，他们虽可以
根据具体情况对“剧本”中所规定的程式有所增减，但却不能自行其是地改变仪式剧本的结构。当然，仪式的
构成不仅是不同人员在固定“剧本”中完成展演，还包括诸多其他因素。Ｒｏｎａｌｄ　Ｌ．Ｇｒｉｍｅｓ对仪式的构成元
素有如下观点：仪式行为（ｒｉｔｕａｌ　ａｃｔｉｏｎ）、仪式演员（ｒｉｔｕａｌ　ａｃｔｏｒ）、仪式场所（ｒｉｔｕａｌ　ｐｌａｃｅ）、仪式时间（ｒｉｔｕａｌ
ｔｉｍｅ）、仪式对象（Ｒｉｔｕａｌ　ｏｂｊｅｃｔ）、仪式语言（ｒｉｔｕａｌ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）、仪式结构和过程（ｒｉｔｕａｌ　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　ａｎｄ　ｐｒｏｃｅｓｓ）
等①。笔者认为，该分类有助于对仪式过程的整体把握，仪式时空有别于世俗时空，这在米尔恰·伊利亚德
的论述中已有充分体现②。而仪式中的行为则如上面所言，乃是“规定动作”。“仪式结构和过程”主要着眼
于仪式的功能和意义，“仪式的语言”即“音声”，则是构成仪式神圣之维不可或缺的元素。在巴蜀汉族丧葬仪
式中，音声几乎贯穿仪式的每一个环节，可以这样认为，如果没有音声，仪式本身便无法完成。
中国文化具有多元一体性，多元不仅体现为文化类型的多元，也体现在地域文化的丰富性上。巴蜀文化

作为中国一种地域性的文化，既保留了部分区域特色，又在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，与其他地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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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保持着相当多的一致性，呈现出文化的“一体”特征。就丧葬习俗而言，有学者已指出：“巴蜀汉族丧葬习
俗与传统的中国文化所界定的‘经典’丧葬习俗之间存在诸多共象，同时也存在一些具有区域特色的异
象。”①正因为此，巴蜀丧葬文化也反映了中国人的洁净观、灵魂观和生死观，以及中华文化的礼、俗互动等话
题。本文试图通过对巴蜀汉族丧葬仪式中两个最为关键的环节———“家奠礼”和“坐夜”中的器乐和人声的考
察，力图探求音声在仪式中的功能，以及音声行为蕴含的文化观念，进而从“静”与“闹”两个维度对巴蜀汉族
丧葬仪式音声进行人类学阐释。
一　礼的展演与丧葬仪式音声的神圣性
中国文化有一套完整的关于礼的表述。礼不仅可见诸文献，而且作为儒家文化意识的核心内容，可以说

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具有“原型”意义的文化，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一种自觉的道德戒律和外在的行为指南，并
成为指导中国人行为的准则，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诸多制度的根源。因此，可以说“礼”是解读中国文化及其结
构的根本。在此背景下，重新审视先秦时代有关“礼”的表述，便可发现儒家的人伦理想。《礼记》对丧礼等
级、规制等，都用具体案例加以解说，从而营造出一种“遵礼”的氛围。而涉及丧礼音乐时，往往出现与后世颇
为乖离的记载，即绝大部分先秦文献均强调“丧不用乐”。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

　　望柩不歌。入临不翔。当食不叹。邻有丧，舂不相；里有殡，不巷歌。适墓不歌，哭日不歌……临丧
则必有哀色……故君子戒慎，不失色于人。②

可见，“不歌”在表述丧礼时成为高频词汇，并且被视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懂礼，是否具有“君子”品格的标
准之一。类似表述还见于《礼记·杂记下》：“升正柩，诸侯执綍五百人，四綍，皆衔枚；司马执铎，左八人，右八
人；匠人执羽葆御柩。”对于出殡时衔枚，孔颖达疏曰：“四綍皆衔枚者，谓执綍之人，口皆衔枚，止喧嚣也。”③

可见，其目的在于止喧嚣。这是因为传统观念认为，丧礼应是严肃、静穆、悲伤的，故《礼记》等文献不仅要求
丧礼仪式不用乐，甚至在整个服丧期间均不能用乐。这与儒家对“乐”的解释有关，他们认为：“乐者，乐也。
君子乐得其道，小人乐得其欲。”④用乐自然会破坏丧礼悲伤气氛。
但这一屡见于文献的规定似乎仅仅是一种理想，在后世的丧礼中并未严格遵守。如《汉书·周勃传》：

“勃以织薄曲为生，常以吹箫给丧事。”颜师古注曰：“吹箫以乐丧宾，若乐人也。”⑤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：“今俗
因人之丧以求酒肉，幸与小坐而责辨，歌舞俳优，连笑伎戏。”⑥王志毅考证出了一些流传后世的先秦丧葬歌
曲，并指出：

　　这种居丧不举乐的观念只是周和儒家的理想制度，与民间风气未必相投，各地民间的习俗又各不相
同，在秦、甚至周以前已经有丧葬歌曲现象。⑦

笔者在巴蜀丧葬仪式音乐的调查中发现，巴蜀丧礼中许多“人声”的历史十分悠久，尤其是与“三献礼、点
主”等仪式同构的人声，多可上溯至先秦。《仪礼·士虞礼》载：“主人洗废爵，酌酒酳尸。……主妇洗足爵于
房中，酌，亚献尸，如主人仪。……宾长洗繶爵，三献，燔从，如初仪。”⑧日本汉学家白川静认为：“一直以来都
被解作挽歌的作品，只有《唐风·葛生》和《秦风·黄鸟》这两首。挽歌作为镇魂歌，是很重要的仪礼歌；从这
一点来说，诗篇中应该还含有很多挽歌。”⑨在白川静复原的几首“挽歌”中，并无后世丧礼中最重要的祭祀诗
篇《蓼莪》、《劬劳》两章，而至清代民国时期，巴蜀地区仍在丧礼中使用这两首作品。如１９３３年《达县志》卷八
《礼俗门》：

　　至日，作栗主，延贵绅点之，曰“点主”。且书名爵于铭旌，贫家则否。午中开奠筵，款吊客。其夕，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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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献之奠，行文公礼。歌《蓼莪》、《南陔》，讲丧礼，读祭文。①

虽然着墨不多，但点主、书铭旌、开奠筵、款吊客、设三献之奠、行文公礼、歌《蓼莪》《南陔》、讲丧礼、读祭
文等环节，已经构成了家奠仪式的基本程序。更详细的记载见于１９３２年《北川县志》卷六《礼俗》记载“丧
祭”：

　　死者子孙众多，家计殷实，必请当代名人题旌、点主，延礼生四人或八人，于出柩前夕，行家奠礼。其
仪城乡稍异，但约为三献。外加孙及媳行献茶、侑食二礼，并歌《蓼莪》诗三章，读祭文，讲孝亲之义，读居
丧之礼。惟中、西两区，引赞不歌，南、北乡则于主祀升堂、复位之际，引赞必朗诵“劬劳”各诗，足以令人
哀戚。且于香烛、羹馔、茶食、楮帛等物献祭，均有韵文、赞词。每行祭礼，必三四钟之久始毕，亦追思之
意也。北乡于终献后，有行思亲之礼者：通赞呼“孝子俯伏思亲”，执事则将灯烛熄灭，来宾以屏息而退，

礼生散班休息，孝子男妇俯伏灵次，静默鞠养恩义，每有饮泣而不出声者。半钟后，复燃灯烛，重续前礼，

至终而散，名“避席礼”，即赞礼者避席，孝子交于神明之义。②

北川位于汉夷交界处，至唐宋时期仍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，明清以来，汉族移民大量进入这一地区，并带
入汉族的礼俗文化。孔子曰“礼失而求诸野”③，在华夏边缘地区，礼仪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，

还可以作为区分人群差异的“礼仪标识”。民国《北川县志》的编纂者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故对丧礼的记载
尤为详细。上述材料表明，北川家奠礼的仪式流程与达县地区家奠礼大体相同。另一方面，从北川的例子也
可以看到，虽然家奠仪式均依据宋代《文公家礼》的规定，但具体礼仪实践又有地域差异。这也见于西昌地
区，１９４２年《西昌县志》卷五《礼俗志》记载“丧礼”：

　　后行家祭礼，或称为《文公家礼》。大略于亡人内寝，设盥浴盂盆，及其衣、履、巾、镜。孝子奉灵，置
寝几上，闭户，跪门外。赞礼者唱：“请灵盥浴、栉冠，整衣、束带。”乃启户，孝子奉灵朝祖。次祀灶，请鼎，

设酒樽、盥洗、望燎、香帛、茅沙五所，及音乐所、讲书案、读礼台、歌诗台。宾唱“二十四孝歌”，以兴孝子
哀思，周行五所，均赞之。孝子以次致祭，行三献礼，举哀，歌诗，读礼，讲孝章，读祭文，奏大乐。④

相比于北川，１９４２年《西昌县志·礼俗志》对家奠礼的记载，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凸显出家祭礼的程式化
与规范性。家奠礼在巴蜀汉族丧葬礼仪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，家奠礼仪式流程也多依据《文公家礼》有所增
损。据笔者调查，今日巴蜀汉族丧葬礼仪，依然遵循上述形式⑤。

家奠礼各环节均有仪式行为与仪式音声。为营造肃穆、庄严的神圣感，举行仪式时设置诸多具有象征意
义的“空间场所”，如音乐所、讲书案、读礼台、歌诗台等，均以象征的形式凸显礼的规范性。在这样的场景中，

音声自然也不能为所欲为，不但语词是规定的，旋律和音调也是程式性的。在整个家奠礼中，主要由礼生的
唱赞形成“人声”，坐堂锣鼓与之配合。唱赞内容多表达“孝”的主题和对亡者的追怀，尤其着意于对其辛勤一
生的展示，可谓是一篇凡人的生命史，相当于口述的墓志铭。而《蓼莪》正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讴歌，其词曰：

　　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蔚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劳瘁。

瓶之罄矣，维罍之耻。鲜民之生，不如死之久矣。无父何怙？无母何恃？出则衔恤，入则靡至。
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。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！

南山烈烈，飘风发发。民莫不谷，我独何害！

南山律律，飘风弗弗。民莫不谷，我独不卒！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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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，平昌县驷马镇、双鹿乡，南江县和平乡，越西县丁山乡和垫江县曹回镇等地流行的丧葬礼仪，依然有上述文献中记载的
各个环节。

朱熹注《诗经集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，第９９页。



这一出自《诗经·小雅》的篇章，朱熹认为是“孝子不得终养而作此诗”，并且指出：“晋王褒以父死非罪，
每读诗至‘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’，未尝不三复流涕，受业者为废此篇，诗之感人如此。”①正因如此，随着《诗
经》的经典化，《蓼莪》便成为仪式中的神圣“祝辞”而世代相沿。至于“‘劬劳’各诗”，盖实指《蓼莪》各章，因此
诗第一章有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”之句②。
除歌《蓼莪》外，其他如讲孝亲之义，读居丧之礼，唱二十四孝歌，无不是表达孝思，故整个家奠礼的人声

功能便在于凸显“孝”。因为孝一方面是人之情感的表达，另一方面也被儒家纳入“礼”中，并且是一切礼的根
源。李泽厚指出：“‘礼’是颇为繁多的，其起源和其核心则是尊敬和祭祀祖先。”③

同时，由于“礼的起源，自于人情”④，因此，祖先祭祀应为对父母的情感推而远之，最终形成一种对祖先
的敬畏之情。在这个层面上，孝是礼的基础似乎是可以成立的。在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等儒家经典中，也有大量
有关孝的表述。唐代厘定的“十三经”，《孝经》即为其中一部，其开篇便以孔子的口吻说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
之所由生也。”⑤由此可见，在儒家的伦理体系中，发乎人情的孝乃一切礼的根源，不仅在经典中一再强调其
教化的重要性，同时也在民间的丧礼中，以“仪式”的方式传承下来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家奠礼的人声正是
儒家之礼在民间的一种活态展演，需借助于仪式，通过营造的神圣时空，将其内化在每一个民众的心中，使其
最终成为一种“习惯性记忆”，以达到教化的目的。
家奠礼仪式中，通过程序化的仪式和舒缓、起伏的音乐旋律，悲伤、呼喊式的语气和语调，将儒家伦理中

的“孝”与“礼”镶嵌在韵文、唱词的言语中，潜移默化地将“孝”、“礼”等观念印记在民众心中。
除人声外，家奠礼中还有锣鼓、唢呐音乐参与。家奠礼开始的信号首先由锣鼓发出，在礼生唱诵过程中，

每完成一个仪式段落，锣鼓或唢呐音乐穿插其间，演奏《五锤半》、《双工车》、《单工车》、《剪刀架》、《龙退骨》、
《双猛虎》、《单猛虎》、《牛添鼻》等曲牌。锣鼓、唢呐在家奠仪式中，一方面营造和渲染出热闹或悲伤的氛围，
从而与人声所表达的“孝”形成同构关系；另一方面，其又具有串联仪式的功能，在礼生休息或转换的片段，锣
鼓唢呐的穿插也有利于仪式过程的流畅，从而使整场“剧”如流水般顺畅且完整地“展演”。
在整个仪式过程中，锣鼓还具有“宣”的功能，而“宣”的对象固然有在场的各色人等，即提醒人们仪式进

入到哪个环节，但“宣”的对象更重要的是“亡灵”，“宣”的目的也旨在提醒“亡灵”人声即将表达的内容。家奠
礼后，多举行封棺仪式，自此，亡灵彻底进入另一个世界，完成过渡礼仪的阈限而步入“黄泉”，俗话云“盖棺论
定”，家奠礼便为盖棺前的论定，既是人世间“礼”的呈现，也是对亡灵的最终言说。从这个维度上来看，家奠
礼中的人声和器乐，应为神圣时空中的跨界言说，其所跨之“界”乃阴、阳界，故家奠礼的音声便具有神圣的功
能，作为神圣之音，它以“闹”的形式表达了“静”（肃静、静穆）的效果。
二　洁净观念与闹丧活动的人类学解读
与家奠礼中的“静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“闹”，“闹”在巴蜀丧葬仪式中同样重要。清代以前由于文献不足

征，难窥其究竟，但清代民国时期的文献中则有大量记载，虽然记录者往往对此持批判态度，但激烈批判的背
后恰好说明了该现象的普遍存在。解放后，丧葬仪式中的“闹”被视为陋习被批判，曾销声匿迹一段时间，但

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，又开始恢复。到新世纪还以新的方式呈现，如丧礼上艳俗的表演等。
（一）巴蜀汉族的“闹丧”习俗
为了呈现清代民国时期巴蜀汉族丧葬仪式中的“闹丧”活动，笔者对部分巴蜀地方志中的相关资料做了

辑录：

　　《乾隆盐亭县志》：丧以不能致客为耻，甚至丧前演剧，锣鼓喧杂，近已悉行禁革。惟延请僧、道逢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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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

①
②

③
④
⑤

朱熹注《诗经集传》，第１００页。

清代民国巴蜀地方志记载丧葬礼俗时，多会提及举行家奠礼需歌《蓼莪》、《劬劳》两章，傅崇矩《成都通览》还详细记载了清末成都通行之丧礼
中所歌《蓼莪》的内容，但未收录《劬劳》之词。参见：傅崇矩编《成都通览》，成都时代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，第１１１－１１６页。田野调查资料显示，

现代四川部分地区丧葬礼俗中虽然仍保持有三献礼仪式，但所歌内容已非《蓼莪》。参见：黄尚军、王振《成都市新都客家三献礼的主要流程
与功能———基于近十年来对新都及周边地区的田野调查》，《西华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２０１６年第３期，第１－８页。

李泽厚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，第１０页。

李安宅《〈仪礼〉与〈礼记〉之社会学的研究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，第７页。

邢昺注疏《孝经注疏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２５４５页。



作佛事，积习相沿，只可听之耳。①

《乾隆大竹县志》：柩在家时，必延请邻亲相守，款以酒食，谓之“坐夜”。②

《同治綦江县志》：是夜，聚守丧家，备酒食相款，谓之“坐夜”。……惟坐夜有聚赌喧哗者，丧家禁不
敢声，最为恶习，亟宜禁也。③

《光绪大宁县志》：开吊日，陈设牲牢、鼓乐。……其庶人贫户，每于殓后，具酒食，邀请邻里，曰“坐白
夜”。不行祭礼，数人鸣金鼓，更互迭唱，曰“打丧鼓”。④

《光绪永川县志》：含殡虞奠，题主栖神，鼓乐喧阗，杂陈戏剧。此尤悖礼伤化，所当严禁也。⑤

《光绪叙州府志》：于祭仪外，或用狮灯、鼓乐以助之，甚非所宜也。⑥

《民国绵竹县志》：出殡家奠之夕，至有演唱戏曲，尤恶俗之可革者。⑦

《民国江津县志》：邑俗，成服之夜，礼极繁琐……礼毕而戏乐作，不扮演而坐唱之，俗名“唱围鼓戏”。
金鼓、丝竹，相间并作，达旦乃已，谓之“坐夜”。丧家是夜必广备酒食，附近数里内外，大小男女皆集焉，
谓之“赶驼子会”。⑧

《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》：又丧柩未出，无论筮日，远近亲友，率赴丧家赌博，谓为“热闹”。甚至延
票友坐唱，为打围鼓，近于演戏，于居丧尤不伦类，盖侈靡相沿，礼之失久矣。是所望于有训俗之责者。⑨

《民国南充县志》：僧道焚化楮钱，曰“烧更纸”。金鼓喧天，坐唱戏剧，曰“打围鼓”。�10

《民国江安县志》：丧事，士绅家于出柩前一日必行三献礼（丧事有奠无祭，三献非礼），此犹可也。间
有唱戏剧，用锣鼓，谓之“闹丧”，则近于野蛮矣。�11

《民国富顺县志》：终献歌诗、侑食、诵嘏词、告利成，曰“家祭”。祭毕，或有管弦歌板以为戏，终夜号
呶，曰“闹丧”。�12

《民国万源县志》：更有一种背谬动作，在市则丧场打围鼓，在乡则丧房唱孝歌，哀声不及乐声，丧场
等于戏场，此则亟应纠正者也。�13

《民国长寿县志》：凡丧柩未出，无论卜日，远近亲友，率赴丧家伴丧，或坐唱围鼓，以为闹热。一以解
孝子之悲痛，一以慰亡魂之寂寞，似亦近理。然唱演戏曲于丧家，既不伦不类，于自己亦问心不安，而习
非成是，所在多有，盖侈靡成风，礼之失久矣。是所望于有训俗之责者。�14

《民国续修筠连县志》：近则专尚盛文，赍猪羊、牲醴、冥器等物为祭仪，狮灯、鼓乐以助之。甚有见人
亲殁而年高，称为“喜丧”，易吊为贺，相劝勿哭者。此秉礼之士所不忍闻也。�15

由上可见，家奠礼结束，巴蜀地区普遍存在“坐夜”习俗。“坐夜”活动主要以锣鼓喧天的“打围鼓”为
主�16，兼有戏剧表演。同时，主家还会在深夜拿出饮食，供坐夜的人们享用。该夜的活动虽然在各地存在细
微差异，但均旨在营造“闹”的氛围。而从该俗的地域分布上看，也涵括了巴蜀地区东、西、南、北等多个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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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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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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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松孙等修、雷懋德等纂《乾隆盐亭县志》，清乾隆五十一年（１７８６）刻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四川府县志辑（新编）》第２１册，第２３０页。

陈仕林纂《（乾隆）大竹县志》卷五，清乾隆五十二年（１７８７）刻本，第６３页。

宋灏修、罗星编《（道光）綦江县志》卷九，清同治二年（１８６３）刻本，第４８页。

高维岳修、魏远猷等纂《光绪大宁县志》，清光绪十一年（１８８５）刻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重庆府县志辑》第３０册，巴蜀书社２０１６年版，第４７
页。

许曾荫修、马慎修等撰《光绪永川县志（一）》，清光绪二十年（１８９４）刻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重庆府县志辑》第６册，第５６７页。

王麟祥修、丘晋成等纂《光绪叙州府志（一）》，清光绪二十二年（１８９６）刻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四川府县志辑（新编）》第３２册，第５５８页。

王佐等修、黄尚毅等纂《民国绵竹县志》，民国９年（１９２０）刻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四川府县志辑（新编）》第２４册，第６９２页。

聂述文等修、刘泽嘉等纂《民国江津县志》，民国１３年（１９２４）刻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重庆府县志辑》第１５册，第２６５－２６６页。

王鉴清等修、施纪云等纂《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》，民国１７年（１９２８）铅印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重庆府县志辑》第１８册，第５１８页。

李良俊修、王荃善等纂《民国南充县志》，民国１８年（１９２９）刻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四川府县志辑（新编）》第５０册，第３０４页。

严希慎修、陈天锡纂《民国江安县志》，民国１１年（１９２２）铅印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四川府县志辑（新编）》第３６册，第３５页。

彭文治等修、卢庆家等纂《民国富顺县志》，民国２１年（１９３２）刻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四川府县志辑（新编）》第３４册，第３４０页。

刘子敬修、贺维翰纂《民国万源县志》，民国２１年（１９３２）铅印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四川府县志辑（新编）》第５７册，第１６４页。

陈毅夫等修、刘君锡等纂《民国长寿县志》，民国３３年（１９４４）铅印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重庆府县志辑》第２册，第６５页。

祝世德纂修《民国续修筠连县志（二）》，民国３７年（１９４８）铅印本重新排印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四川府县志辑（新编）》第４２册，第３１４页。

另有“打丧鼓、闹丧、坐白夜”等说法。



总而言之，道光六年《綦江县志》乃至民国年间的各县志，均有对该俗的记载，时间跨度逾百年①，也许这一习
俗在巴蜀地区的盛行更为久远。
至于频繁出现的“打围鼓”及戏剧表演等活动，１９３１年《续修宣汉县志》的记载尤为详细：

　　赛锣鼓：亲友来吊，有送锣鼓者，夜间齐集庭中，更番迭奏，各不相下。以引子多、音调谐者为胜，往
往有因之斗殴者。
演搬打：锣鼓既毕，则演搬打。技人委身于地，俯翻、仰翻，累四五翻不止，离地可一二尺许，曰“翻筋

斗”，亦曰“鲤鱼板子”。又累案数重，攀缘而上，倒立案角，循环往复，故作险态。又或反弓其身，头足对
峙，腰软于蛇，跳捷于鱼。又或编竹为圈，周排白刃，跃身过之，若无物然。如是者数数，观众喝采，主人
乃以金犒之。
演狮龙：搬打既竟，则演狮龙。一人戴面具为大头和尚，二人蒙狮皮，且腾且跃，而大头和尚抚摩之。

龙似鹅颈，长可数丈。一人舞宝，数人舞龙，龙逐宝而行，翻腾夭矫，若即若离。如是者数数，各尽其能，
主人亦以金犒之。②

上述材料可见，该夜所举行的活动均凸显出“闹”，需要达到的是“热”的效果③。不仅锣鼓齐鸣，而且锣
鼓班子还会竞争，甚至打架斗殴，引发事端。很明显，坐夜过程中的音乐不再与仪式相配合，它不具备穿插和
链接仪式结构的功能，也不再是向亡灵“宣”告的神圣言说，而更多是面向“人”的世俗性“娱乐”。
方志编纂者面对这种“俗”的场面，绝大多数都以“悖礼”的理由贬斥之，如前引方志中谓之“恶俗”、“不伦

不类”，应“悉行禁革”、“亟应纠正”。其原因在于，旧时方志编纂多由县官组织主导，邀请具有学衔或官衔的
士绅，并发动全县生员参与，以儒家思想作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，提倡丧礼应该渲染悲伤的气氛，而在丧礼上
喧闹明显不符合儒家的礼仪规范，故对坐夜的一系列活动抱以批判态度。而光绪二十年（１８９４）的《梁山县志
·风俗》则从源到流，对丧礼中喧闹为何违礼进行了一番详细考证，指出丧葬用乐始于元代，元朝对“礼”并没
有作严格的要求，因此多有悖礼之事。但明洪武年间，又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定，并将其载之《大明律》中。
由于梁山与京师相隔遥远，这一习俗并未因此而改变，到清代嘉庆年间仍是“方死即鸣金鼓”。文章最后一
段，作者表明态度，认为音乐之“乐”同于快乐之“乐”，乃欢喜之情的外在表征，因此作为极度悲哀的丧事用
乐，“不遵圣人之教，违祖宗之法”，明显不合乎礼。④

上文仅仅摘引了巴蜀地区部分方志的材料，已可见巴蜀丧礼中打丧鼓、闹丧的普遍性，以及旧时儒家士
大夫对其所持的批判态度。实际上，不仅清代，民国时期虽一再宣扬科学、民主之思想，有识之士也一再呼吁
要“播文明思想于国民”⑤，但民国编修的方志表明，传统习俗并未因此而改变，批判态度也仍如故，许多人依
然将此视为陋习而呼吁移风易俗，如１９４０年《彭水概况》中收录了《民国十年彭水县教育会呈请公布改良丧
葬陋俗文》：

　　至丧家以酒肉宴吊客，吊客以作乐歌唱礼丧家，揆诸《曲礼》“临丧不笑，望柩不歌”，及《檀弓》“行吊
之日，不饮酒食肉”之旨，亦殊多未合。习俗之坏陋，至于如斯，岂害之小哉！方今国体变更，礼教聿新，
先圣所遗，有不合时宜者，尚当从而损益之，况逆情悖礼之陋习乎？查教育会规程：本会改良社会教育之
责，经众讨论，拟自今以后，凡五等应服之服，因积重难返，仍暂由丧家给供外，其余行吊之客，依据部令
规定，一律改为黑色丧花……“他如办荤夜、打围鼓”，种种陋习，亦一律禁止。⑥

可见，对丧礼的规范在民国初年的风俗改良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，风俗改良内容也涉及到办荤夜、打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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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仅据上述所列方志材料而言。

汪承烈修、邓方达等纂《民国宣汉县志》，民国２０年（１９３１）石印本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四川府县志辑（新编）》第５８册，第５３２页。

调查发现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，现代乐队表演广泛流行于巴蜀地区。现代乐队分现代器乐表演乐队和现代歌舞表演乐队。器乐表演乐以器
乐合奏为主，偶尔穿插歌曲演唱；歌舞表演乐队的表演形式非常丰富，歌、舞、相声、小品和笑话应有尽有。根据实际情况，或穿插其中，或与
传统锣鼓乐队同场竞技。现代乐队中，既有西洋乐器，又有民族乐器，也有电声乐器，时而伴奏，时而合奏，既可伴奏滑稽的小品、笑话，又可
穿插热辣歌舞，插科打诨。

朱言诗纂修《（光绪）梁山县志》卷二，光绪二十年（１８９４）刊本，第２页。

严复《与〈新民丛报〉论所译〈原富〉书》，《新民丛报》１９０２年第７期，第１１１页。

柯仲生《彭水概况》，巴蜀书社２０１３年版，第２２４－２２５页。



鼓等活动，并将其视为陋俗列入改革的条目中。
总而言之，丧礼作为五礼之一，自古以来便被视为表达“哀伤”情绪的窗口，如果在丧礼中出现以戏谑为

目的、凸显热闹的事情，便被视为违礼，自然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，这应是绝大部分文献在谈到丧礼中的闹
丧、打围鼓等活动时，均持批判态度的原因之所在。

（二）“闹丧”习俗的文化阐释
吊诡的是，从清代迄今，不同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站在各自的立场，大力批判闹丧活动，却仍未改变此俗。

时至今日，巴蜀部分地区在家奠礼后依然有闹丧习俗，只是“闹”的方式从打围鼓、舞龙狮等，变为更为多样化
的节目表演，但通过“闹”达到热闹的效果如故，因此，需要追问的是，是何种原因让该俗长盛不衰？
笔者认为，闹丧体现的一套文化法则并非中国传统的“礼”，而是民间的“俗”。礼、俗文化的脉络自始至

终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中，并行不悖。可以这样认为，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革就是在礼、俗文化的不断调
适和互动中完成的。
中国民间文化中的“热闹”，是一个常见的词语，如丧葬仪式中有“闹丧”，婚姻仪式中有“闹房”，年节习俗

中同样追求热闹的效果，因此北方有社火等各类活动，还有大量体现“狂欢精神”的庙会①。而在南方也存在
“暖”等本土范畴②。热闹甚至作为一种审美的范畴，成为人们“日用而不知”的习惯性追求，并内化到其日常
生活之中，有学者在研究黄土高原的民间文化时曾指出：

　　中国的“热闹”源于汉魏以来多民族不断融合、民间文化不断发展的乡村社祭文化转型，是在既有社
会规则下的一种具有敬神和娱乐双重功能的活动，是礼乐文化、祈雨求福、民间信仰等在乡村的综合显
现，它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包容性，其精神内核是一元包孕多元的精神。③

由此可见，中国人追求“热闹”古已有之，并且具有敬神和娱乐的双重功能。具体到丧礼中的坐夜习俗，
正如１９４４年《长寿县志》所言：“一以解孝子之悲痛，一以慰亡魂之寂寞。”④前者重在在世的人，而后者则指
向已逝的亲人，即亡灵。而在绝大多数有关闹丧的原因释读中，均认为乃旧时民间娱乐活动匮乏，而闹丧中
的打围鼓、戏曲表演等在日常中难得一见，因此，该活动主要是为了娱乐大众。但笔者以为，娱乐大众仅仅是
闹丧的功能之一，并且很可能是衍生的、次要的功能，人们对死亡所引起的“危险”的规避才是主导闹丧的关
键因素。
人类学家玛丽·道格拉斯在其名著《洁净与危险》中说“污秽即危险”⑤，在许多文化中，确实存在神圣与

世俗、洁净与污秽等二元对立观念。在汉族的丧葬习俗中，也存在生－死、人－鬼、阴－阳等一系列二元的文
化结构⑥。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，均源于人们将空间划分为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观念，以及对洁净与污秽
两种空间质态的理解。死亡因其一方面会打破社会平衡，另一方面又关联幽冥世界，必然被视为污秽的存在
而引起恐慌和畏惧，所以中国文化忌言“死”，有大量关于“死亡”的避讳语，甚至相关词汇超过百种⑦。因为
污秽是危险的，所以总是想办法驱除污秽，以达到洁净的目的，仪式便是最为重要的驱除污秽的方式和手段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重新审视巴蜀汉族丧礼中的闹丧习俗，笔者认为它本身也可被视为一种仪式性的驱秽行为。
闹丧在家奠礼之后举行，但在家奠和闹丧中间还有一个重要却又往往被忽略的仪式———封棺，即用符咒

将棺材封闭，使亡灵从阳间彻底进入阴间，实现阴、阳的隔离。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得知，南江县大河镇、通江
县板桥口乡、平昌县驷马镇、越西县丁山乡和垫江县曹回镇等地封棺时，仪式人员口诵咒语，手持招魂幡，将
亡魂招入棺材，最后用朱砂将棺材封闭，且在灵堂后墙上画一道符咒，或画一个圆圈，并在圈内写上“镇”字。
举行该仪式时，所有已睡的人都要被叫醒，同时也禁止有人靠近棺材，以免其魂魄被收入棺中。封棺仪式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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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世瑜《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》，赵世瑜《狂欢与日常———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，第１２３－１２９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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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于华《生命的续存与过渡：传统丧葬仪礼的意识结构分析》，王铭铭、潘忠党主编《象征与社会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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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后，才举行坐夜仪式。这一时间节点对理解闹丧习俗颇为重要。笔者认为，第一，闹丧不再具有娱神或者
娱亡灵的功能，因为丧葬仪式的各个环节所请之神已经归位，而亡灵也已经完全进入另外一个世界；第二，闹
丧也不仅仅是娱人，它固然用“俗”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关注，如打围鼓、舞龙狮，甚至出现表演内容低俗的戏
剧，但最重要的目的乃在于营造一种“热闹”的氛围，最终达到洁净的目的。
在中国文化传统中，闹与静作为一种二元对立的范畴，在人们日常生活和仪式行为中随处可见。“闹”需

要人气，与“人气”类似的还有“阳气”，与之相对的则是“阴气”，“阴气”关联“阴间”、“鬼神”，多为“不洁的”、
“危险的”空间，民间常说“某地阴气太重，需要用阳气压一压”，即通过众人营造热闹的气氛而实现，因此，许
多时候“闹”都作为一种仪式性行为而存在。有学者认为，婚礼中的闹房，也具有驱邪的目的，因为新娘作为
一个陌生人，往往是“不洁”的，只有通过“闹”方能将不洁驱除从而达到洁净的目的①。与之相应，闹丧中的
“闹”具有同样功能，在其间进行的各种吸引人眼球的活动，均为引发笑声，从而让整个空间充满“人气”。而
这一空间从人去世到封棺之前，不仅属于人，也属于亡灵和神灵，是阴阳相互交错、渗透的空间，处于一种游
离于正常社会秩序的状态下，也即人类学所言的“阈限”②，这种空间因诸多确定性而充满“危险”。封棺之
后，虽亡灵已进入阴间，但因几日的丧葬活动可能引来的各种亡灵、鬼魂未被彻底清除，便用通宵达旦的“闹”
将其驱除，最终使空间恢复到仅属于“活人的世界”，这或许才是闹丧行为得以举行，且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。
从这个意义上而言，闹丧中的各种音声，便在于营造“闹”的氛围，最终实现空间的“洁净”。
三　结语
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乐文化内涵十分丰富，虽然可从音乐学角度加以解读，但如果离开仪式语境和中国

文化的一些根本观念，其中诸多文化要素便难以索解。丧葬仪式音声除可据发音媒介分为人声和器乐外，还
可据音乐在丧葬仪式中扮演的角色，分为神圣之音和世俗之音。神圣之音主要用于道场法事和家奠礼的各
个环节，往往在请神或与神交涉时，同函子、状文、疏文、牒文、榜文等，共同营造一种神圣的仪式感。而世俗
之音则多在家祭仪式结束后的闹夜环节，它重在“闹”，因此锣鼓往往与民间戏曲等文艺形式结合，营造出与
丧葬仪式之“哀”对立的气氛，呈现出“热闹”的场景。如果说神圣之音主要是遵循“礼”的规范，那么世俗之音
便是中国文化中“俗”的最佳呈现。从以上论述可知，丧葬仪式中“静”与“闹”的二元结构非常明显，它与仪式
行为配合，共同完成人生最终的“通过礼仪”。当然，本文主要探讨丧葬仪式及与之相伴随的音声的原生功
能，并非否认仪式及其音声所具有的衍生功能。以闹丧为例，它最根本的文化观念虽在于驱邪，最终达至“安
全”的目的，但其中杂技、戏剧的表演，又无疑为民间文化的传承提供了舞台。笔者据此认为，当凝视某一文
化现象时，应有一种整体文化的观念，方能全面理解和把握该文化的真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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